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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元代特色财政政策实施下的区域关系∗

孙 朋 朋

摘　 要：元朝为了维护皇室、贵族的集体利益，施行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其财政政策扶持下，通过北方

政治权力调拨南方经济中心的物资，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繁荣景象，但也因此导致了元朝南北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性，区域关系出现对立与冲突。 随着元朝政治权力的丧失，便很难再对南方经济中心的资源进行随意支配，元
朝政治中心及漠北地区在失去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后，经济迅速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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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对元代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与区域经

济的发展状况有一定的研究①，然相关研究却很少

涉及元代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下区域关系的考察，
仅《宋元时期政府救荒应对与区域关系研究》一文

对元代区域关系有所涉及，但该文以宋代为主，文中

涉及的元代部分，仅以“博弈论”对区域关系进行解

读，②因此本课题尚有较大研究空间。
中国古代各区域关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央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下区域间物资的转输状

况，尤其在生产资料剩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区域间

差异性财政政策的施行会成为区域关系恶化的导火

索。 虽然区域间差异性财政政策是整个古代社会的

普遍政策，然而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具有一

定特点，诸如蒙古草原旧制与诸王、贵族等群体的利

益，是元朝制定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而中央对于漠北

地区施行的财政扶持以及利用其他地区的物资促使

该地区短暂的经济繁荣，是元代财政的另一个重要

表现等等。 本文旨在考察元朝区域性财政政策施行

所带来的财政效果以及区域性突发事件对元朝政权

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探讨元朝财政政策影响下的南

北区域关系，以期对元代区域关系问题的研究有所

裨益。

一、中央财政扶持下漠北地区经济的繁荣

元朝起于漠北蒙古高原，称漠北地区“乃太祖

肇基之地”③，中统建元后，元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对漠北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物资

输入。 元朝在占领江南初期，虽没有对南宋的财政

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然其后因元朝财政压力日益

严重，开始逐渐调整江南地区的赋税政策。④中央利

用江南地区的财政收入，凭借政治支配权对漠北地

区进行财政扶持，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元朝在和林、称海等地区，派驻军队开垦荒田，并完

善当地的基础设施。 在元朝对漠北地区提供财政扶

持与物资供给的形势下，漠北地区的经济也随之快

速发展，一批城镇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地，漠北地区

形成了多个商业中心，并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短暂

繁荣。 如和林“在元朝，漠北地区逐渐与全国联系

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草原通往内地的驿道四

通八达， 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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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内地运往草原。 和林是元代在塞北的一个比较

热闹的商业都市”⑤。 漠北地区出现了哈剌浩特、中
都、全宁府等新兴城镇。⑥元朝对漠北地区的财政扶

持，是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与繁荣的保障。
第一，对商业发展采取扶持政策。 元朝对漠北

地区的商业发展极为重视，运用政治权力对该地区

进行财政扶持。 据《元史·食货志》载，中统四年

（１２６３） 五月诏： “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

课。”⑦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

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⑧。 同年五

月，以“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

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孽畜，例收契本工墨之

费”⑨。 至元二十年， “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

一”⑩。 元朝虽自此开始对上都征收商税，但其税率

仅为全国税制的一半，财政倾斜意图十分明显。 至

元二十二年，元朝再一次削减上都的税率，“于一百

两之中取七钱半”。 元朝施行的免税、降税举措对

外地客商极具吸引力。 “蒙古本部仅上都一地的年

商品交易额就达到 ７４７６００ 锭，而此还仅仅是上都一

地的交易额。 在全国仅低于大都、河南行省、陕西行

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商品交易量在

全国名列第七位。”可见以上都为代表的漠北地区

商品经济发展之繁盛程度。
第二，对手工业发展采取扶持政策。 在中央支

持下，漠北地区官办手工业也得以快速发展，主要分

布在镇海、谦州、和林、上都、集宁路等处，手工业生

产品绝大部分供应皇室与政府。 漠北地区从事手工

业的工匠很多，以上都为例，至元三十年“上都工匠

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縻官粮万五千二百余石”。
元朝专设上都奥鲁提领所，“掌理人匠词讼”。 在

成吉思汗时期，朝廷曾将中原大批匠人迁到吉利吉

思、谦州等地，谦州已然成为蒙古高原重要的工匠聚

集地。 中统建元后，漠北地区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已
经成为弥补其他地区匠人不足的重要来源。 至元二

年正月，“敕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

都，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 元朝对于以谦州为中

心的手工业者聚集地给予了极大关注，如至元六年

二月，“赈欠州（谦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

九石”。 在中央财政扶持下，漠北地区曾一度成为

国内手工业匠人的输出地。
第三，对畜牧业采取扶持政策。 元朝历任君主

对漠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亦是极为重视，然因漠北

地区的灾害较为严重，对畜牧业的发展造成巨大

影响。 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北边大风雪，拔突古

伦所部牛马多死”。 大德五年（１３０１）七月，“称海

至北境十二站大雪，马牛多死”。 此等记载不胜枚

举。 元朝为维持漠北地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加大

了对其财政扶持力度。 因漠北地区屡遭天灾侵袭，
牛马羊等死伤无算，元朝对此地进行了大量物资援

助。 以和林为例，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命上都募

人运米万石赴和林”。 大德元年三月，“遣阿里以

钞八万锭籴粮和林”。 元朝从外地调拨物资，对漠

北地区进行赈济、扶持，但此举毕竟只是权宜之举，
仅能暂缓灾荒所带来的困境，并不能彻底改变漠北

地区畜牧业发展不利的局面。
第四，对粮食供应采取扶持政策。 随着漠北地

区城镇的兴起，漠北人口也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成为

中央急需解决的重要难题。 元朝对此采取了免税、
降税等政策来吸引外地粮商，以保障粮食的持续供

给。 如中央“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轻法以怀其

人”。 延祐年间岭北行省“大雪，深丈余，车庐人

畜压没，存者无以自活。 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

籍以死”。 致使该地粮价迅速上涨，岭北行省郎中

苏志道上奏曰：“愿急募富商大家，先致开平沙静附

近之粟，别设重购实边。”元朝诏令：“有能至粟和

林，以三月至石与直五百千。 四月至石与直四百五

十千。 五月至又减五十千，至皆即给直。”上都等

城镇每年所需的粮食，又大多是靠中央施行和籴之

策转输而来，如中统二年（１２６１），“省臣奉旨，命户

部发钞或盐引，令有司增其市直，于上都、北京、西京

等处，募客旅和籴粮，以供军需，以待歉年，岁以为

常”。 同年九月，“置和籴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

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
漠北市镇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巨大，城镇居民的

用粮“全借客旅兴贩供给”。 元朝除了每年从中

原和江南等地转输官粮之外，又以较为优厚的价格

与较低的税率，鼓励外地粮商运粮到漠北地区。 上

都、和林等地曾出现外地粮商争抢转输物资的现象，
以至于上都等地曾出现官仓满溢仓官不再买粮的局

面。 如至元八年，“今体知得外路客旅于上都和籴

所中纳米粮，皆揭利钱于随处籴到白米，至元七年十

二月内，搬载到和籴所永盈、万盈两仓下卸中纳。 其

两仓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

收受。 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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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不得已折本贱粜。 本都官豪富要之家厘勒减价

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通同看循便行收受”。 上

都等城镇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粮交易基地。
漠北地区依靠元朝的财政扶持，成为元人文集

中常为称赞的殷实之地。 如“和林实我天府百年，
生殖野马布野天胡”以及“金山、称海沿边诸塞，
蒙被涵煦，咸安乐富庶，忘战斗转徙之苦”等。 漠

北地区对于外地物资的依赖可从以下案例得知，元
初阿里不哥以漠北为根基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因漠

北地区处于“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

皆砂石”的地理位置。 忽必烈对阿里不哥占据的

地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断绝了该地与其他地区的商

路，由于缺少来自于外地的物资支持，阿里不哥占领

区在饥荒和物价飞涨的压力下陷入绝境，成为其失

败的重要因素。 元朝弃大都北迁后，严重依赖中央

财政扶持的漠北地区，在失去中央政府的财政扶持

与物资支援后迅速衰败。 由此可见漠北地区对中原

和江南地区物资供给的依赖程度。

二、元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及其矛盾表现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至南宋基本完成南移，江南

地区的经济地位更加突显。 在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了分离，形成了北方黄河

中下游流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经

济中心，由此导致政治中心的物资供给问题日益严

峻，如“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
荒年则幸东都”。 唐高宗在位时曾有“逐粮天子”
之语传世。 北宋定都开封，虽无险可守，但却处于南

北漕运枢纽之地。 刑部侍郎王觌言：“自祖宗以来，
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汴河成为南粮北运的重

要渠道，其“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

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户部尚书蔡京亦曾

言：“本部岁计，皆借东南漕运。”元代北方政治中

心对于南方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更为倚重，“元都

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
无不仰给于江南”。

元代因受蒙古游牧生产方式的影响，华北大片

耕地转而成为牧场，如滨州“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
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 因北方自然灾害频发致

使元朝更为依赖江南地区的物资供给，朱德润言道：
“比年中原水涝相仍，谷麦不登；湖广地接猺蜑，难
制易扰，供给之余，耕桑俱废，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

而已。”此外，“国家疆理际天地，粮饷之富，吴独

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一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
可见元代江南地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江南

地区成为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元朝为满足调度全

国物资的需求而开设海运，如默书民先生统计元代

海运粮食的转输量，至元十九年初通时为四万六千

余石，至元二十七年达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天历

二年（１３２９），达到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

石。郑元祐曾言：“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清）、张
（瑄）氏设策通海运，用海艘赶顺不浃旬而至于畿

甸。 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

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

元朝利用运粮施行赈粜之制来维持大都较低的

粮价，“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始行其法于京城南城，
设铺各三所，分遣官吏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粜

焉，凡白米每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岁以为

常”。 在赈粜之制的基础上元朝又行红帖粮之法，
“其价视赈粜之直，三分常减其一，与赈粜并行”。
大都粮价波动深受外地粮食供给的影响，“大都里

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

搬将这里来卖有。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然元朝利用海运转输的江南物资来维持大都的日常

需求，对于大都的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而言却存有

巨大风险。 如元前中期海运粮食转输量维持在三百

万石左右，元后期随着南方灾荒频发造成粮食产量

锐减，江南的物资供给量开始减少。 至正元年

（１３４１）元朝“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

二百八十万石”；至正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

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

百六十万石而已”，“自仍改至元之后”，“岁运之数，
渐不如旧”。至正初海运转输量仍能维持在二百五

十万石左右。 江南动乱后，伴随着元廷对江南控制

的减弱，元朝制定的具有明显区域倾斜的财政政策

便无法再正常施行。 因各地方势力的阻拦与拒绝供

粮，江南地区的粮食也绝少再入京城，“粮得入京者

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
元朝持续对经济中心物资的大规模调拨必然会

引发南北区域间矛盾的激化，元朝的部分官僚对中

央攫取江南物资的举措亦有清晰认知，秘书少监虞

集曾在泰定帝时期即奏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
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虞

集希望元朝通过在大都附近开垦荒田，并在京东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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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带采用捍海围田的办法解决国家用粮问题，减
少对江南粮食的征集以缓解区域间的紧张关系。 但

因当时大都来自外部的物资供给尚且充足，其提议

未被采纳。 江南红巾军起义后，至正十二年中书右

相脱脱建言在大都周边施行屯田之策，“京幾近地

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万余石，不烦

海运而京师足食”。 帝曰：“此事有利于国家，其议

行之。 是岁，海运不通。 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
种植之事。”但此次屯田效果不善，“秋收，课所得

不偿所费。 次年，农民皆散罢去。 冬，复立庸田使司

于江南”。 到至正十六年，京师因粮食紧缺而再次

恢复屯田，以“危素为司农司丞，于京师雄、霸等州

屯聚粮以给京师，号曰京粮。 为浙西被陷，浙粮不通

故也”。
江南动乱后出现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导致政

治中心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的窘境。 至正十九年张士

诚已占据浙西粮仓，方国珍占据浙东海道，因二者不

合致使海道中断运粮不至。虽然在此期间福建陈

有定为大都供应粮食，但转输量不过数十万石，是

时，“赖福建滨海，又为王土，独能运粮至京师，由是

京师民始再活”。 仅福建一地供粮难于维持大都

的日常消耗，尤其是在大都发生灾荒之际局面就更

难维持。因缺乏救灾物资北方流民普遍向江南迁

徙，吴松弟先生在考察元代饥民的流亡路线之时，亦
称江南是北方灾荒后流民的主要迁徙方向之一。

如士人程钜夫言：“大德之末，岁凶，民流江南逾甚，
死者无算。”至元十九年九月，“真定路饥，民流徙

鄂州”等，民众在灾荒之后的流亡现象，便是受灾

区域物资不足的表现。 至正十九年京师爆发饥荒，
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元朝不得不派遣官员到地方

督粮，使臣在山东督粮之时参政张志道感慨曰：“三
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耶？” “以山东粮

米五千石运入京师。”

随着海运主导权落到地方军阀之手，物资转输

也主要依赖地方军阀的忠诚度。 元后期在中央财政

收入中江南地区占据较大比重，如天历年间元朝的

科差总额为“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丝一百

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
七万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

匹”。而江浙地区占居其半。 元末海道中断造成元

朝财政无法正常运行，如“数年以来，寇盗梗化，吴
郡之米不输，海运之舟不发，京师外馈军旅，内给百

官俸禄，粮饷乏绝”。 权衡曾言：“及张士诚有浙

西，方国珍有浙东，而京师索然。 识者以为元之气

数，不推可知也。”元代南北区域间持续稳定的物

资需求与供给局面，在政治中心拥有支配权之时尚

能够维持，随着元朝对南方经济中心控制力的减弱，
南北区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会凸显出来。 元代前

中期利用海运物资维持大都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

定，其中存在的风险在元后期区域间矛盾尖锐之时

彻底爆发。 如元后期自然灾害频发，元朝急需调拨

大量物资以应对灾荒，但元朝在失去政治支配权后，
双方很难在物资供给与需求方面维持平衡的状态。
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民殍死者几百万。 十一门

外各掘万人坑掩之，鸱鸮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

止”。 大都在爆发灾荒后出现的此类现象，尤其说

明了政治中心在失去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后，灾荒

爆发之时所呈现的窘迫景象。

三、元朝倾斜性财政政策形成及南北区域

矛盾冲突的原因

　 　 元朝为促进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获取政治中

心的所需物资，施行了一系列倾斜性的财政政策，

使得南北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产生不均衡性。 元朝秉

行“重农而不抑商”之策，使得商品经济发展拥有良

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区域间物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

件，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征集与再分配，
成为漠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与大都秩序稳定的重要

政策基础。 元朝对经济中心长期的资源调拨，引发

南北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矛盾不断激化。 江南船户

为躲避沉重的赋役，纷纷逃入海岛并成为海寇。如

“往年小丑（海寇）掠海，民之饥者偷生而从之，盖以

征输之过，民失其食，仓廪羡余，州县剥之而不留

恤”。 至正十二年方国珍甚至率众进入海运港口

刘家港劫掠运粮。 江南红巾军以“人物贫富不均，
多乐从乱”为由起义后，“从之者殆数万人”。元朝

在失去江南经济中心的物资供给后，虽在大都周边

开荒屯田，但因经营效果不善而未能避免灾荒所酿

成的恶劣后果。 因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严重

掠夺，酿成区域间明显的对立关系。 此形势的形成

既有经济中心南移的因素，又是元朝财政政策施行

的结果。
宋元时期处于历史转型和过渡阶段，赵世瑜先

生在看待这段历史的影响时曾言：“两宋时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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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心不断南移，直到南宋末期，南北方人口比达到

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农业上，棉花、占城稻两大标志

性农作物引入和推广，对于推动人口的增长和防御

灾荒起到了显著效果，而漕运和海运的发达，又推动

了北方对南方高度依赖性的运河社会格局的形

成。”由宋入元形成了北方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

心的高度分离，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资源的依附性

也进一步增强。 元朝施行的区域性财政政策，是诱

发区域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也表明元朝财政政策

施行下，对南北区域间关系良性发展造成的不利影

响。 而考察区域关系恶化的最终出发点，则是元朝

统治者的利益考量。
保证诸王、贵族等群体的利益，是元朝制定和施

行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虽然忽必烈自建元伊始便以

行汉法自居，但其推行汉法从开始就不彻底。 因诸

王、贵族的特权身份与利益需求，需要依靠政府颁行

的特殊政策来保障，若汉法彻底推行其特权地位就

会受到冲击，此举也与自成吉思汗时期便形成的

“黄金家族”共享帝国财产的理念不符，从而以汉法

改造草原旧制，也仅是流于表面罢了。 因此草原旧

制仍然保留在元代国家体制的诸多领域内并发挥着

重要作用。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体制到财政政策，都

集中体现了蒙古贵族利益至上的理念。 如元朝平定

江南后，以五户丝分封的形式将江南地区的民户封

授于诸王、贵族。 此外，皇室成员亦可设立相关机构

负责封地内的财政事宜，如中政院及其下属机构在

中宫封地内主持财政事务的决策与运行。 在元朝失

去政治权力绝对支配力量时，无法再一如既往地给

予漠北地区财政扶持与物资支援，漠北地区短暂的

经济繁荣也难再维持。
除元朝中央财政政策的因素外，自然灾害频发

也是导致南北区域关系变化及其矛盾冲突的重要原

因。在灾荒情况下，区域间物资转输更加频繁，因
元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在政治地位上的不对等，
造成区域间资源产出和占有的不平衡，致使政府在

制定和施行救荒政策之时，出现明显侧重。 朝廷以

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为依托，在前中期习惯性

地利用掌握的政治支配权，对经济中心物资的惯性

索取，已经造成了南北区域间关系的对立，元末大都

灾荒发生时，其经济政策仍然一贯性实施，造成救济

举措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甚至于出现“京师饥穷，

人相食，遂不能师矣”的局面，这就是南北区域矛

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元代这种倾斜性中央财政政策

失效后的必然结果。 当政治中心的支配权削弱之

时，这种对立关系也就无限扩大，使得政治中心的救

荒措施难以有效贯彻施行。 元代灾荒情况下区域关

系的演变，自然环境因素虽是重要原因，但根本上还

是由资源分配机制导致的。

四、结语

元代带有地域倾斜性的财政政策造成其政治中

心与经济中心在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

性使元朝南北区域间出现冲突和矛盾。 元代这种财

政政策的形成，其根源是“黄金家族”共享帝国财产

的理念，其区域性财政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促进

漠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维护诸王、贵族的特权利

益。 元朝既要维持诸王、贵族的既得利益，又要满足

政治中心的日常用度，维系政权的正常运行，其所需

物资就必定要不断从经济中心征集和调拨，然而经

济中心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则是建立在政治中心

拥有绝对支配权的基础上。 元末在政治中心失去对

经济中心的绝对控制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灾荒救

济举措，都难以获取足够的物资支持。 中央在无力

对京师地区施行救荒举措的情况下，更遑论对漠北

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物资供给与财政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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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顺帝年间的科差数额，而天历距顺帝时期最近，故以天历年间科差

数额作为参考。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３６３ 页。 
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一《送顾仲华督漕入京序》，《元人文集珍本

丛刊》第 ８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８０ 页。 元朝施行的

特色财政政策，除了文中主要论述内容之外，滥赐之风的盛行以及由

此引起的财政危机，是激化元末社会矛盾、导致元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之一；元朝为保障诸王、贵族利益而施行五户丝分封制，并给予投下

主部分财政特权等举措，需要元朝增加财政收入来维持中央财政正

常运行。 详参陈波：《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史林》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陈氏认为船户因不堪忍受重赋而逃入海岛，成为方国珍

势力得以崛起的社会基础。 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送顾定

之如京师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２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９８ 页。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第 ５１、４７ 页。 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

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据据邓拓统计，元代爆发的旱灾八十六

次、水灾九十二次、蝗灾六十一次、雹灾六十九次、风灾四十二次、疫
灾二十次、地震五十六次、饥荒五十九次等，受灾共达五百十三次。
从至元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七年，江浙行省爆发旱灾二十三次、水灾六

十九次、饥荒八十九次、虫灾六次、火灾九次、疫灾九次、地震十八次、
风雹霜雨等十八次。 邓拓：《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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